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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是阻碍我国居民消费提高的重要因素。运用非平衡增长模型对我国产业结
构变迁过程中劳动收入占比情况的研究表明，居民收入提高引致的消费升级推升了我国的产业结构，但是
恶化了劳动收入占比；资本深化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提高了劳动收入占比；技术进步的作用在不同
产业有所不同，提高农业部门技术进步率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提高制造业部门技术进步率会提高劳动收
入份额，提高服务业部门技术进步率对劳动份额没有明显影响。因此，未来我国调结构、稳增长的重点应
该放在提高第二产业技术进步方面，同时要保证一定的投资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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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下滑，启
动内需成为稳增长的关键动力。之所以要关注内
需问题，是因为我国外需已经到了相对固化的阶
段。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发
现，２０００年以来，我国在欧美市场上对东亚和
东南亚其他经济体的替代，以及欧美市场总体规
模的扩张，共同推动了我国制成品出口的高速增
长，但是前者的贡献远大于后者。伴随着对东亚
和东南亚其他经济体的替代，我国外贸增速远远
超过欧美市场规模增速，导致外向型经济的大发
展，实现了经济的赶超。例如，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

我国对美制成品出口在全世界对美制成品出口中

的占比从５．５％增至２２．３％。［１］伴随着亚洲地区
生产价值链条的最终形成，我国在美国和欧盟市
场上对东亚和东南亚其他经济体的替代过程将逐

步完成。这也就意味着外贸高速增长阶段即将结
束，未来外需发展空间有限。
我国经济发展长期以来采用的是高投资增长

模式，结果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产能过剩问
题，所以，启动内需的重任就落在了居民消费的
身上。从理论上讲，可支配收入是决定居民消费
的重要因素，而当前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最重要
的来源是劳动收入。根据资金流量表计算，２０１１
年我国居民的劳动收入占其可支配收入的７８％。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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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收入占ＧＤＰ比重呈现连续下降趋势 （见图

１、２）。① 在这种情况下，收入不足成为阻碍居
民消费、稳定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图１　劳动收入份额 （右坐标轴）、ＧＤＰ增长率和二、三

产业增加值份额 （左坐标轴）
资料来源：ＷＩＮＤ资讯。

图２　劳动收入份额 （右坐标轴）、ＧＤＰ增长率和二、三

产业就业份额 （左坐标轴）
资料来源：ＷＩＮＤ资讯。

面对这种情况，稳定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方
式是逐步提高劳动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影响劳
动收入占比的因素很多，从生产的角度，劳动收
入占比取决于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的相对重要

性。因为生产方式不同，不同部门之间劳动的作
用就不尽相同。相比于制造业，服务行业总体上
更具劳动密集型的特点，从而具有更高的劳动收
入占比。因此，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会影
响劳动收入占比的演化。图１和图２表明，我国
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同时，产业结构正在发生巨
大变化，服务行业有了很大提升。当前部分学者
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

响，但是现有研究还相对割裂。

从产业结构角度分析劳动收入占比在我国当

前的政策取向下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面对本轮
经济增速趋缓，我国不再采用大范围的 “强刺
激”，而是定向的 “微刺激”，通过调整经济结构
来释放更多的增长潜力。调整经济结构和稳增长
一个长期一个短期，看似是一对矛盾，但实际
上，产业结构的变化会影响居民收入，进而影响
总需求，从而也可以起到拉动内需的作用。因
此，本文拟在利用非平衡增长模型分析产业结构
变迁和劳动收入占比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什么
政策能够同时推动二者，从而通过调整结构实现
稳增长。

本文的分析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对相关研
究成果进行综述，指出本文希望进行的拓展方
向。第三部分构建分析产业结构变迁和劳动收入
占比的非平衡增长模型。第四部分通过校准和反
事实分析，找到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占比的
影响机制，讨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劳动收入占
比的政策选择。第五部分是文章结论。

二、文献综述

稳定的劳动收入份额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一

个 “特征事实”。然而，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以
来，大多数国家都出现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现
象。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等发现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

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呈
下降趋势，而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则保持了
相对稳定。［２］Ｈｏｆｍａｎ发现从１９５０年到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末，拉美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也呈下降
趋势。［３］Ｇｕｓｃｉｎａ发现工业化国家的平均劳动收入
份额从１９７５年的５７％下降至２０００年的５２％。［４］

与全球范围内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趋势类

似，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也出现了
劳动收入份额逐渐降低的现象。白重恩、钱震
杰指出，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基
本保持不变，但是自１９９５年后则下降了约１０
个百分点。［５］罗长远等借助 《中国国内生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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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仅仅描绘了２００８年之前的数据，是因为２００８年国家统计局对统计口径进行了调整，导致劳动收入份额骤增，但 《中国
统计年鉴》在指标解释中没有对这一调整进行说明，造成与２００８年之前的数据不可比。因此，这里仅包括２００８年之前的数据。本文
在数据上都采用了这种处理方法。



核算历史资料１９５２—２００４》提供的资料，发现
我国的劳动报酬占 ＧＤＰ的份额已从１９９５年的

５１．４％下降至２００３年的４６．２％，且在２００４年
加速降至４１．６％。［６］黄先海、徐圣则测算了中
国三次产业的劳动收入占比变化，发现１９７８—

２００６年，第一产业、工业部门、建筑业部门、
第三产业劳动收入占比分别下降了５９．５８％、

４８．３８％、５９．８％、３４．８６％。他们由此认为，劳
动收入占比下降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普遍现象。［７］

安体富、蒋震按照收入法分解 ＧＤＰ，发现居民
劳动收入占比从１９９６年的５３．５％下降至２００５年
的４１．４％，并且在 １９９８ 年后下降趋势尤为
明显。［８］

针对劳动收入份额普遍下降的现象，学术界
试图从不同角度来做出解释，主要包括：（１）技
术进步。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使得企业倾向于采用
资本替代劳动，从而造成资本收入份额上升和劳动
收入份额下降。 （２）经济全球化。要素禀赋、要
素流动性的不同使得贸易自由度的变化、外资进
入等因素对不同要素产生的效果不同，从而影响
劳动收入份额。（３）金融化。金融化提高了资本
相对劳动的议价能力，间接地影响了劳动收入份
额。此外，金融化直接提高了资本获得的绝对收
入，降低了工资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 （４）经济
发展水平和制度。人均收入水平、垄断力量、企
业改制、地方政府经济绩效竞争等因素均会影响
劳动收入份额。
除此之外，产业结构调整也是影响劳动收入

份额的一个重要因素。白重恩、钱震杰发现，自

１９７８年以来，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型及工
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是影响我国总体劳

动收入份额的主要力量。他们的测算结果还表
明，１９９５—２００３年，结构转型使劳动收入份额
减少了３．３６个百分点，而各产业部门劳动收入
份额降低的贡献为２．１２个百分点，其中工业部
门的贡献为１．７个百分点。并且，国有企业改制
和垄断程度增加等非技术因素对工业部门劳动收

入份额增加的贡献分别达到６０％和３０％。［９］白重
恩、钱震杰进一步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发现，

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产业结构转型使得劳动收入份
额下降，国有经济比重下降和有偏技术进步使劳
动收入份额上升，但产业结构转型与后两方面的

作用相抵消，总体劳动收入无显著趋势性变化；

１９９６—２００３年，产业结构转型、国有经济比重
下降、银行部门的扩张以及税负水平上升使劳动
收入份额下降，开放程度的变化则使劳动收入份
额有所上升，技术变化对这一时期劳动收入份额
无明显贡献。［１０］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的实证
研究亦表明，产业结构变化是导致我国劳动收入
份额变化的重要原因。［１１］罗长远、张军从产业角
度对中国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进行实证研究，发
现产业结构变化和不同产业劳动收入占比正相

关，并加剧了劳动收入占比的波动。［１２］

在上述讨论产业结构因素的文章中，索洛结
构分解法是一种常用的方法。［１３］这类研究基于索
洛结构分解法将劳动报酬的变化分解为 “产业
内”和 “产业间”两个层面的效应，认为产业结
构转型是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重要原因。具
体做法可以概括为：将总体劳动收入份额表示为
各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加权和，即

αｔ ＝Σαｉ，ｔ·ｖｓｈｉ，ｔ
其中，αｉ，ｔ为部门ｉ的劳动收入份额，ｖｓｈｉ，ｔ为部门

ｉ的增加值份额。这时，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就
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

αｉ１－αｔ０ ＝Σαｉ，ｔ０·ｖｓｈｉ，ｔ１－Σαｉ，ｔ０·ｖｓｈｉ，ｔ０
＝ ［Σαｉ，０·（ｖｓｈｉ，ｔ１－ｖｓｈｉ，ｔ０）］

　＋［Σ（αｉ，ｔ１－αｉ，ｔ０）·ｖｓｈｉ，ｔ１］
第一部分表示 “产业间”效应，即控制各部

门劳动收入份额不变，仅考虑产业结构变化对总
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第二部分表示 “产业
内”效应，即控制产业结构不变，考虑各部门内
部的要素收入份额变化对总体劳动收入分配的影

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通过影响该部门内部的
要素收入分配，加总后必然影响总体劳动收入占
比。然而，这种分解方法存在的问题在于，各部
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 （“产业内”效应）会直
接导致产业结构变化 （“产业间”效应），两者存
在因果关系。因此，上述分解并不能作为一个彻
底的分解方法。基于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已有文
献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分解并非研究的终点，
深入挖掘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影响因素是一个有

意义的研究方向。
以上文献梳理表明，一方面，虽然已有研究

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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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但绝大多数局限于实证研究，理论文章较为
缺乏；另一方面，这些研究割裂了收入分配与产
业结构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已有研究对
于客观理解收入分配与产业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

并不完善，在统一的增长框架中探讨收入分配与
产业结构变迁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有其理论必要

性。基于此，本文将在多部门增长模型的基础
上，从影响产业结构变化进而影响劳动收入分配
的原因出发，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现象做
出解释。

三、多部门非平衡增长模型

探讨收入分配与产业结构变迁之间互动关系

的增长理论框架离不开多部门增长理论。只有在
包含了多部门的增长模型框架下才能讨论产业结

构的变化。在当前学术界流行的包括增长和结构
转型两方面的非平衡增长理论框架下，产业结构
转型的动力有两个：收入效应和相对价格效应。
其中，收入效应强调需求方恩格尔定律的作用，
即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消费者会逐渐减少对于
必需品的消费，增加高收入弹性产品的消费。而
相对价格效应则强调不同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变

化导致消费比重的变化。当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之
后，消费者的预算约束线发生旋转，从而导致消
费结构的变化。相对价格效应的产生通常有两个
方面的原因，即部门间技术进步率差异和资本劳
动比的不同。如果制造业的技术进步率快于服务
业，就可以将制造业中的劳动力释放到服务业。
同时，当整个社会处于资本深化的状态时 （资本
深化可以被理解为长期中人口增长速度比资本增

长速度慢，从而导致资本劳动比不断上升），制
造业部门 （资本密集型部门）必定比服务业部门
（劳动密集型部门）增长得更快，从而生产出更
多的工业产品。工业产品的相对过剩将导致其价
格下降，从而促使部分资本从制造业部门转移至
服务业部门，服务业部门中的资本占总资本存量
的比例将会增加，即发生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
型。下面就构建一个包含收入增长、技术进步和
资本深化的非平衡增长模型，以此来分析产业结

构和劳动收入占比的相互影响，并进行相关的政
策模拟。

（一）模型①

１．生产
本文按照三次产业将经济划分为农业、制造

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生产函数为：

Ｙｉｔ＝ＡｉｔＫ１－ａｉｉｔ Ｌａｉｉｔ，ｉ∈ ｛ａ，ｍ，ｓ｝，

０＜αｉ＜１
其中，ｉ＝ａ，ｍ，ｓ，分别表示农业、制造业和服
务业部门。Ａｉｔ为部门ｉ的外生技术水平，且技术
进步率γｉ 外生给定。后文的分析会表明这一条
件产生了相对价格效应中技术进步部分。不同部
门的劳动收入份额αｉ 不同，导致了相对价格效
应中资本深化部分。资本深化效应的实质是因为
不同部门的要素密集度不同，当资本积累之后就
导致了资本密集型产品相对价格下降，导致相对
价格效应。为了简化分析，本文假设部门内完全
竞争，要素在部门内和部门间完全流动。

我们假设家庭拥有资本，厂商租用资本。这
意味着厂商不需要考虑资本积累问题，因此对于
厂商不存在跨期约束，在每一期通过选择最优的
资本和劳动实现利润最大化。通过求解这一最优
问题，我们发现：

首先，不同部门的资本劳动比需要满足如下
条件：

αｉ
１－αｉ

·Ｋｉｔ
Ｌｉｔ＝

αｊ
１－αｊ

·Ｋｊｔ
Ｌｊｔ

即稳态时不同部门的资本劳动比增长速度相同。

同时，资本收入份额高的部门，其资本劳动比
较大。

其次，不同部门产品的价格之比等于：

Ｐｉｔ
Ｐｍｔ
＝ Ａｍｔ
Ａ（ ）ｉｔ

ａｍ
ａ（ ）ｉ Ｋｉｔ

Ｌ（ ）ｉｔ
ａｉ－１　Ｋｍｔ

Ｌ（ ）ｍｔ

１－ａｍ
，

ｉ＝ａ，ｓ
从中我们发现，部门间技术变化率的不同会导致

Ａｍｔ
Ａｉｔ
与
Ａｍｔ

Ａｓｔ
发生变化，引致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同

时，资本收入份额的不同也会导致相对价格发生
变化。如果αａ＞αｓ＞αｍ，就会导致农产品价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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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本模型的具体推演过程可参见于泽、章潇萌、刘凤良：《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内生动力：需求还是供给》，载 《经济理论与
经济管理》，２０１４ （３）。



服务业价格相对于工业品价格上升。这就是相对
价格效应的两个来源。

２．消费
假设消费者是无限生存的，代表性家庭的现

值效用和可表示为：

Ｕ ＝∑
∞

ｔ＝０
β
ｔｌｏｇ（Ｃｔ），

Ｃｔ＝
η
１
εａ（Ｃａｔ－珚Ｃａ）

ε－１
ε ＋η

１
ε
ｍ
（Ｃｍｔ）

ε－１
ε

＋η
１
εｓ （Ｃｓｔ＋珚Ｃｓ）

ε－１

熿

燀

燄

燅ε

ε
ε－１

其中，ηａ、ηｍ、ηｓ均大于０，表示不同种类产品
对于消费者的重要程度。我们假设珚Ｃａ 和珚Ｃｓ 均大
于０，这使得效用函数是非位似函数，从而即使
价格不变，收入仍然对支出函数产生影响，恩格
尔定律就可以发挥作用。最后，假设ε＞０，这决
定了产品间具有替代弹性。
我们假设家庭无弹性供给１单位劳动获得工

资Ｗｔ，企业从家庭租用资本，支付租金ＲｔＫｔ，
那么家庭的预算约束条件为：ＰａｔＣａｔ＋ＰｍｔＣｍｔ＋
ＰｓｔＣｓｔ＋Ｋｔ＋１－ （１－δ）Ｋｔ＝ＲｔＫｔ＋Ｗｔ。消费者
在其预算约束下，通过选择产品消费和投资实现
效用最大化。由此可以得到：

Ｐｉｔ
Ｐｍｔ
＝ ηｉ
η（ ）ｍ

１
ε Ｃｍｔ
Ｃｉｔ－珚Ｃ（ ）ｉ

１
ε
，ｉ＝ａ，ｓ

３．市场出清
我们假设第一、三产业的最终产品只用作消

费，第二产业的最终产品可以用作消费和投资。
资本、劳动和产品市场分别出清。

（二）均衡

通过求解企业利润最大化、消费者效用最大
化和市场出清条件，我们可以得到均衡条件下的
劳动力分配：

Ｌｍｔ＝ ［ηａ
ηｍ
·１－ｓｍｔ
１－ｓａｔ

αａ
α（ ）ｍ

ε

ｚａｔ·
ｋ１－αｍｍｔ

ｋ１－αａ（ ）
ａｔ

１－ε

＋１＋ηｓ
ηｍ
·１－ｓｍｔ
１＋ｓｓｔ

αｓ
α（ ）ｍ

ε

ｚｓｔ·
ｋ１－αｍｍｔ

ｋ１－αｓ（ ）
ｓｔ

１－ε
］－１

Ｌｉｔ＝Ｌｍｔ·ηｉ
ηｍ
·１－ｓｍｔ
１－ｓｉｔ

αｉ
α（ ）ｍ

ε

　 ｚｉｔ·
ｋ１－αｍｍｔ

ｋ１－αｉ（ ）
ｉｔ

１－ε
，

ｉ＝ａ，ｓ

其中，ｚａｔ＝
Ａｍｔ
Ａａｔ
，ｚｓｔ＝

Ａｍｔ
Ａｓｔ
，ｋａｔ＝

Ｋｍｔ
Ｌａｔ
，ｋｓｔ＝

Ｋｓｔ
Ｌｓｔ
，

ｓａｔ＝
珚Ｃａ
珚Ｃｓｔ
，Ｓｍｔ＝

Ｉｔ
Ｙｍｔ
。

进而，通过不同部门的劳动力雇佣量和工
资，我们可以得到整个社会的劳动收入占比：

α＝∑ｉＷＬｉ

∑ｉＰｉＹｉ
＝ ∑ｉ

Ｌｉ
α（ ）ｉ

－１

利用上面的公式，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分析产
业结构升级如何影响了劳动收入份额，并在此基
础上设计相关的政策，同时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
提高劳动收入占比。

四、实证分析

在这个部分，我们将分析收入水平、技术进
步、资本深化等因素对我国１９９３—２００７年总体
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方向和大小，并在此基础上
分析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劳动收入占比

的政策选择。
（一）劳动收入份额的度量
劳动收入份额数据可以从各年度 《中国统计

年鉴》中的 “地区生产总值收入法构成项目”，
部分年度 《中国统计年鉴》中的 “投入产出基本
流量表”、“资金流量表 （实物交易）”，以及 《中
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资料：１９５２—２００４》中的
“各地区分产业收入法增加值构成项目 （１９９３—

２００４）”获得，由于 “投入产出表”和 “资金流
量表”只包含部分年度数据，我们一般使用其他
两个数据来源。其计算方法为：

劳动收入份额＝
劳动者报酬

收入法国内

生产总值
－生产税净额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开始，我国总体劳动
收入份额出现明显的下降，从１９９８年的０．５９２　７下
降到２００３年的０．５４８　０，降幅为７．５％。然而，

２００４年劳动收入份额数据降至０．４８３　５，相对于

２００３年下降了１１．８％。白重恩和钱震杰通过对
比国家统计局的公开出版物给出的２００４年前后
的统计口径以及核算方法，发现２００４年之前我
国将 “个体劳动者收入全部视为劳动者报酬”，

２００４年之后将 “个体经济业主的劳动报酬和经
营利润视为营业利润，而劳动报酬仅包括个体经
济中的雇员报酬”，以及２００４年后 “对农业不再
记营业盈余”。［１４］他们根据普查数据对２００４年的
劳动收入份额数据进行调整，发现核算方法和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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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口径的变化使得２００４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
统计数据下降了６．３％。然而，对于２００５年及之
后的非普查年份，无法使用普查数据进行纠正。
因此，周明海等采用个体经济就业人数或营业盈
余对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行了大致
估计。［１５］２００９年，劳动收入份额从２００７年的

０．４７７　４陡升至０．５４９　７，考虑到第二次经济普查
后可能再次改变统计口径，但是 《中国统计年
鉴》对劳动者报酬指标的解释与以往年度相比并
没有发生改变，并且没有相关公开出版物对其进
行解释，因此，我们暂时无法获得近几年真实可
比的劳动收入份额数据。
虽然Ｂａｉ和 Ｑｉａｎ、Ｈｓｕｅｈ和Ｌｉ、Ｈｏｌｚ等都

给出了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的劳动收入份额数据，但
比较他们给出的１９９４年和１９９５年数据与我们从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资料：１９５２—２００４》得到
的数据，发现有一定差距。［１６］为了维持数据的一致
性，本文仅分析从１９９３年起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
情况。并且，１９７８—１９９３年的数据表明，１９７８—

１９８４年劳动收入份额呈现出上升趋势，而１９８４

年之后则围绕稳定水平波动，与我们希望探讨的

９０年代后期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现象相关性
不大。因此，将起始点定在１９９３年而不是１９７８
年对我们的分析没有太大的影响。基于以上考
虑，后文中我们选择１９９３—２００７年这一时间段
进行实证分析。

（二）参数选择
为了对前文构建的非平衡增长模型进行模

拟，分析各种因素对产业结构升级和劳动收入占
比的影响，我们需要对参数进行校准。
首先估计三次产业各自的劳动收入份额

｛αａｔ，αｍｔ，αｓｔ｝。本文使用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
算资料：１９５２—２００４》给出的各省数据进行加
总，并同样按照劳动者报酬占按收入法计算的生
产总值 （剔除生产税净额）的比重计算三次产业
的劳动收入份额。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之后的总体劳
动收入份额按照周明海等［１７］的方法进行调整。

２００４年之后的各产业劳动收入份额数据暂时不
可获得。具体数据参见表１。

表１　 １９９３—２００７年劳动收入份额

年份 总体 第一产业 第一产业 （调整后）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１９９３　 ０．５６０　３　 ０．８８９　３　 ０．６３５　６　 ０．４５０　２　 ０．４９６　３

１９９４　 ０．５７２　１　 ０．８８２　２　 ０．６２８　５　 ０．４５６　６　 ０．５２１　７

１９９５　 ０．５８６　３　 ０．８９１　３　 ０．６３７　７　 ０．４８０　３　 ０．５２０　９

１９９６　 ０．５８７　９　 ０．８９７　０　 ０．６４３　４　 ０．４８１　６　 ０．５２２　３

１９９７　 ０．５９０　９　 ０．８９５　９　 ０．６４２　２　 ０．４９３　６　 ０．５２９　２

１９９８　 ０．５９２　７　 ０．８９８　５　 ０．６４４　８　 ０．５０２　０　 ０．５３２　４

１９９９　 ０．５８７　１　 ０．８９７　１　 ０．６４３　４　 ０．４９７　４　 ０．５３７　７

２０００　 ０．５７５　１　 ０．８９１　１　 ０．６３７　４　 ０．４８１　８　 ０．５４３　３

２００１　 ０．５７１　７　 ０．８８９　９　 ０．６３６　２　 ０．４７９　１　 ０．５４４　９

２００２　 ０．５６５　７　 ０．８８１　４　 ０．６２７　７　 ０．４７４　０　 ０．５４７　６

２００３　 ０．５４８　０　 ０．８７２　８　 ０．６１９　２　 ０．４６０　１　 ０．５３６　４

２００４　 ０．５４０

２００５　 ０．５４２

２００６　 ０．５３８

２００７　 ０．５２９

　　数据来源：《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资料：１９５２—２００４》和作者自己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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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进行模拟，我们还根据１９９３—２００３年
三次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对后续年份的

三次产业劳动收入份额数据进行估计。１９９８年
以来，农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表现出稳定下降
趋势，尤其是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的劳动收入份额变
化率几乎相同，因此我们采用该变化率得到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的参数值；工业部门在经历了

１９９３—１９９８年的劳动收入份额上升之后，自

１９９８年开始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但下降的程
度在不同年度的差别较为明显，因此我们采用

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平均变化率得到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的
估计值；服务业部门在１９９３—２００３年的劳动收
入份额先下降，后上升，在２００３年又出现了明
显下降，仅凭统计数据无法推断其２００４年以后
的变化方向，因此我们采用１９９３—２００３年的平
均值作为该期间的参数值代入模型进行估计。由
于真实数据难以获得，我们的估计可能与实际的
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一定的偏差，因此，后文的定
量分析中也将分别汇报２００３年以及２００７年的实
证结果。
然而，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我国

农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明显偏高。因此，我们
根据模型初始点 （１９９３年）的三次产业就业份
额，第二、三产业和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数据重新
计算第一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结果为０．６３５６，
并对后续年份都按照１９９３年调整前后的差额进
行调整 （０．８８９　３－０．６３５　６＝０．２５３　７），调整后
的值 （见表１）均落在白重恩等给出的第一产业
劳动收入份额估计上下限 （０．４５，０．７０）之
内［１８］，因此，我们认为该调整是合理的。
其次，我们根据居民消费构成校准效用函数

中的偏好参数 ｛ηα，ηｍ，ηｓ｝。由于统计数据消费
构成数据并没有完全按照三次产业进行分类，而
是按照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服务和居住
消费性支出，以及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教育
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性支出等类别进行分类，因此
我们将这些类别按照三次产业重新进行粗略分

类，并取１９９３—２００７年的平均值进行估计。关
于投资比例数据，由于资本积累并不完全来自第
二产业，我们无法得到第二产业中的投资与消费
的比值，因此我们用资本形成总额与总产出的比
值大致衡量 ｛Ｓｍｔ｝。效用函数中的ε表示各部门

消费替代弹性的大小 （当且仅当Ｃε＝Ｃｓ＝０时，ε
为替代弹性），一般认为各部门替代弹性位于

０～１之间，我们这里取ε＝０．８。
最后，利用增长核算方法校准三部门技术进

步率 ｛Ｙａ，Ｙｍ，Ｙｓ｝。其中产出、资本和劳动数
据来自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并按照 Ｈｏｌｚ的方
法［１９］分别对其进行估计和整理。值得注意的是，
本文的技术进步仅为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并没
有考虑偏向型技术进步可能产生的影响，因此我
们预期实证结果可能弱化技术进步带来的影响。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基准模型中的参数值，

见表２。

表２ 基准模型参数值

偏好
Ｃｓ＝０．３０２　１，Ｃｓ＝０．３１１　１，ｓｍ１＝０．４４４　８；

ηε＝０．４，ηｍ＝０．２，ηｓ＝０．４，ε＝０．８

技术
αａ１＝０．６３５　６，αｍ１＝０．４５０　３，αｓ１＝０．５３０　２

γε＝５．０２４％，γｍ＝４．９７９％，γｓ＝２．９１７％

（三）数值模拟

１．总体情况
如图３所示，１９９３—２００３年，我国劳动收

入份额实际值从０．５６０　３下降到０．５４８，降幅为

２．２％；基准模型中，劳 动 收 入 份 额 下 降 至

０．５５０　６，降幅为１．７３％，低估０．４７％。１９９３—

２００７年，劳动收入份额实际值下降到０．５２９　３
（调整后），降幅为５．５９％；基准模型中，劳动
收入份额下降至０．５２５　１，降幅为６．２８％，高估

０．６９％。总的来看，模型拟合程度较好。

图３　基准模型模拟结果

下面，我们将采用Ｄｅｋｌｅ和 Ｖａｎｄｅｎｂｒｏｕｃｋｅ
计算不同因素贡献率的方法［２０］，分别考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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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技术进步、资本深化和产业内劳动收入份
额变化等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因素对社会总体劳

动份额的影响方向和大小。

２．收入效应
为了度量收入效应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我们考虑无收入效应的情形：ｃａ＝０，ｃｓ＝０。具
体模拟结果见图４。１９９３—２００３年，不考虑收入
效应时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幅度为０．９１％，与
基准模型相比，收入效应的贡献率为１－０．９１／

１．７３＝４７％；１９９３—２００７年，不考虑收入效应
时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幅度为５．５５％，与基准模
型相比，收入效应的贡献率为１－５．５５／６．２８＝
１２％。这个结果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还没有惠
及更多的普通百姓。居民收入提高后，会购买更
多高收入弹性的商品，实现消费的升级换代。在
这个过程中收入更多地归于资本要素，劳动收入
较少。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我国当前的消费升级
主要体现在住房、汽车和各种家用电器方面。这
些产品都是资本密集型的，导致工人收入上升不
多。这说明当前我国经济增长还处在库兹涅兹曲
线的左侧，即收入增加提升分配不平等的部分，

因此，未来我们需要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信
息消费和各种生活性服务消费。这些产业是劳动
密集型的，能够提高更多的劳动收入，从而实现
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双赢。

图４　不包括收入效应条件下的模拟值

３．技术进步
为了衡量部门技术进步率不同对劳动收入份

额的影响，我们需要考虑三部门技术进步率相同
的情形。根据经济总产出和总资本可以得到平均
意义下的技术进步率：γ＝４．８７２％，其他参数值

不变。具体结果见图５。模拟值与基准模型的结
果大致相同，１９９３—２００３年，劳动收入份额模
拟值下降１．６８％，与基准模型相比，技术进步
效应的贡献率为１－１．６８／１．７３＝３％；１９９３—

２００７年，劳动收入份额模拟值下降６．３％，与基
准模型相比，技术进步的贡献率为１－６．３／６．２８＝
－０．２８％。由此可以认为，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
份额下降的影响程度很小且方向不确定。我们推
断可能由以下两方面原因造成：（１）各部门技术
进步率不同。通过作用于产品价格，产生替代效
应，从而影响产业结构和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其
影响机制在于：技术进步率高的部门，其产品价
格降低，替代效应使得该部门的产出份额和就业
份额下降。因此，该期间技术进步的部门差异会
导致农业部门向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 （降低
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以及制造业部门向服务业
部门的转变 （提高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两个效
应方向相反，部分抵消，从而造成总影响较小。
（２）上面的推论建立在技术进步不会引起部门内
劳动收入份额改变的前提下。事实上，偏向型技
术进步会引起各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改变。由于
本文模型中假设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因此，无
法度量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从而弱化了技术进步的作用。

图５　不包括三部门技术进步差异条件下的模拟值

４．资本深化
保持基准模型中各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参数

值，而控制制造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在整个期间
内保持不变，农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资本劳动
比由部门间资本劳动比关系式确定。这时我们衡
量的是，保持各部门原有的劳动收入份额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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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中产生的资本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

响。具体结果见图６。１９９３—２００３年，劳动收入
份额模拟值下降１．８７％，与基准模型相比，资本
深化效应的贡献率为１－１．８７／１．７３＝－８．２５％；

１９９３—２００７ 年，劳 动 收 入 份 额 模 拟 值 下 降

６．４８％，与基准模型相比，资本深化效应的贡献
率为１－６．４８／６．２８＝－３．１３％。可以看到，资
本深化效应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产生负向影响，

即资本劳动比提高会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资本深
化促进资本密集型部门较快增长，产品价格下
跌，导致资本密集型部门向劳动密集型部门转
变。由于我国资本密集型部门 （制造业部门）劳
动收入份额最低，因此，资本深化会提高总体劳
动收入份额。［２１］

图６　不包括资本深化条件下的模拟值

５．单个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
前面我们提到，由于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

不仅会直接影响总体劳动收入份额，而且还会通
过影响产业结构间接地影响总体劳动收入份额，

因此，使用索洛分解方法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
影响因素进行分解是不完整的。出于这种考虑，

我们进行如下两个反事实实验：（１）不包括部门
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即考虑部门劳动收入份额
不变的条件下，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会如何变化，

这时衡量的是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以及由此产

生的产业结构变化对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贡

献率；（２）不包括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并
控制部门就业份额为实际值，即考虑部门劳动收
入份额不变，并且控制各部门就业份额的条件
下，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会如何变化，这时衡量的
是产业结构不受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条件

下，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对总体劳动收入份
额下降的贡献率。两次实验的贡献率之差可以看
做是由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产生的产业结构变

化对总体劳动收入份额贡献率的大致衡量。具体
结果参见图７。在实验 （１）中，１９９３—２００３年，

劳动收入份额模拟值下降０．５２％，与基准模型
相比，单个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及由此产生的
产业结构变化的贡献率为１－０．５２／１．７３＝７０％；

１９９３—２００７ 年，劳 动 收 入 份 额 模 拟 值 下 降

０．８６％，与基准模型相比，其贡献率为 １－
０．８６／６．２８＝８６％。在实验 （２）中，１９９３—２００３
年，劳动收入份额模拟值下降１．１２％，与基准模
型相比，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贡献率为１－
１．１２／１．７３＝３５％；１９９３—２００７年，劳动收入份
额模拟值下降３．４４％，与基准模型相比，其贡
献率为１－３．４４／６．２８＝４５％。将两次实验结果
相减，我们得到：由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产生
的产业结构变化对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贡献

率在１９９３—２００３年大致为７０％－３５％＝３５％，

在１９９３—２００７年大致为８６％－４５％＝４１％。由
此我们可以看出，单个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以
及由此产生的产业结构变化都显著地降低了总体

劳动收入份额。

图７　不包括三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不包括三部门

劳动收入份额变化 （就业份额为实际值）条件下

的模拟值

综合以上讨论，我们将不同因素对总体劳动
收入份额影响的贡献率总结如下 （参见表３）。

总的来看，收入提高和单个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
变化会降低总体劳动收入份额，资本深化则有利
于提高总体劳动收入份额，而技术进步的影响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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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且方向不确定。这可能是由于：（１）技术进
步同时产生农业部门向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

（降低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以及制造业部门向服
务业部门的结构转型 （提高总体劳动收入份额），
两种效应部分抵消；（２）没有考虑偏向型技术进
步。通过控制就业份额为实际值，我们得到了由

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产生的产业结构转型对总

体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粗略估计，这在一定程度
上说明，仅仅将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分解为 “产
业间”和 “产业内”的分解方法是不彻底的，我
们还需要考虑由 “产业内”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引
起的 “产业间”变动对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表３ 不同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影响

１９９３—２００３年 １９９３—２００７年

劳动收入份

额下降 （％）
实际值 基准模型

劳动收入份

额下降 （％）
实际值 基准模型

真实值 ２．２　 １００　 ５．５９　 １００

基准模型 １．７３　 ７８．８６　 １００　 ６．２８　 １１２．４６　 １００

无收入效应 ０．９１　 ５２．５８　 ５．５５　 ８８．３５

无技术进步效应 １．６８　 ９６．９１　 ６．３　 １００．２８

无资本深化效应 １．８７　 １０８．２５　 ６．４８　 １０３．１３

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不变 ０．５２　 ２９．９　 ０．８６　 １３．６４

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不变

（就业份额为真实值）
１．１２　 ６４．９５　 ３．４４　 ５４．８３

（四）政策模拟
根据以上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原因的讨论，

我们发现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确实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了劳动收入占比。于泽等发现，我国目
前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应该放在提高技术进

步率和促进投资方面。［２２］前面的分析已经清晰表
明了促进投资、提高资本深化程度有利于提高我
国的劳动收入占比，接下来我们重点关注技术进
步的效果。

我们分别将三部门技术进步率提高为原来的

两倍，观察与基准模型相比，劳动收入份额如何
受到影响。我们将上述政策模拟结果汇总得到表

４，从中可以看出，提高农业部门技术进步率会
降低劳动收入份额，提高制造业部门技术进步率
会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提高服务业部门技术进步
率对劳动份额没有明显影响。这就意味着，综合
考虑产业结构和劳动收入占比，我国未来产业政
策的重点是促进第二产业的技术进步。

表４ 不同产业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影响

１９９３—２００３年 １９９３—２００７年

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 基准模型 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 基准模型

基准模型 １．７３　 １００　 ６．２８　 １００

提高农业技术进步率 ２．２３　 １２８．８７　 ６．８５　 １０９．０９

提高制造业技术进步率 １．３２　 ７６．２９　 ５．６９　 ９０．６３

提高服务业技术进步率 １．６８　 ９６．９１　 ６．３０　 １００．２８

五、结论

要提高消费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推动作用，

需要尽快提高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而
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在众多影响因素中，产业
结构从生产技术的角度影响了社会的劳动收入占

比。通过构建非平衡增长模型，本文分析了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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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产业结构和劳动收入占比的深层次因素。结
果发现，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因素中的收入提高部
分恶化了我国的劳动收入占比，资本深化程度加
深有利于提高劳动收入占比。通过在此基础上进
行政策模拟，我们进一步发现，提高第二产业技
术进步率会同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劳动收

入占比，这应是我国未来调结构、稳增长的核心
发力点。
那么，应该如何提升我国第二产业的技术进

步率呢？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信息化程度提
高是世界范围内提高制造业生产率，从而推动产
业升级的主要手段。同时，未来一段时期内，新
的技术革命还不会到来，我们都还将处在信息革
命中，信息化仍然是提高生产效率的不二之选。
当前的信息化在制造业中的体现是以机器人等技

术为代表的数字制造。［２３］目前，制造业智能化是
机器人与３Ｄ打印为核心技术的新阶段。其中，
机器人的大规模采用比较成熟，已经指日可待。
因此，我国在未来需要为智能制造技术提供更为
广阔的空间，通过智慧城市等改造为智能化技术
提供市场，通过提高第二产业技术进步，促进制

造业升级。
在大力发展数字制造业过程中，需要进行大

量的创新活动。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创新体
系绩效仍然有较大差距。目前，中国在ＰＣＴ专
利和企业研发上的投入增长是最快的，但由于起
步较晚，与部分发达国家的科学与创新体系相比
较，其绩效差距还是明显的。这就需要我国在未
来要更好地以创新为导向，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的
效率。
在促进第二产业技术进步的同时，我们还需

要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速。因为资本深化有利于我
国居民收入的提高，所以，保持投资增速既可以
调整产业结构，又可以提高居民劳动收入，从而
稳定经济增长。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前些年比较
偏重房地产投资。近年来，国务院大力推进了中
西部的铁路投资。这种政策选择是非常正确的。
铁路投资既有利于促进总投资，有利于资本深
化，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又可以降低东西部的交
通成本，推进产业在区域间的优化配置，同时，
还可以提高劳动收入占比，从而提高未来的居民
消费水平，稳定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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